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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还是一座文化古城。源远流长的历史，给正定留下了瑰丽灿烂、风格独特的文化古迹，尤其是佛教建筑众多，仅城内的寺院就有隆兴寺、天宁寺、临济寺、开元寺等，素有“九
楼四塔八大寺”之称。虽经历代战争，风雨剥蚀，地震撼摇，但保存下来的历史建筑仍然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隆兴寺，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它是正定古城的骄傲和象征。著名的铜
铸大悲菩萨高达22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它和沧州铁狮、定州塔、赵州石桥被并誉为“河北四宝”。隆兴寺中的宝不止这一件。搞书法的人，最看重的是那
块隋碑，叫“龙藏寺碑”，碑文书法苍劲有力，上承南北朝的余风，下开初唐书法诸家的先河，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代表作。

——摘自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

《龙藏寺碑》背景

隋朝虽短祚，却是具有承前启后性质的朝代，开
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灭陈，政权的统一带来了文
化上的融合，书法上继承并融合了南北朝不同的书
风而更显璀璨，开启了唐代书法发展的先河。《龙藏
寺碑》立于开皇六年（586）《金石萃编》卷三十八录碑
全文，“碑高七尺一寸，广三尺六寸五分，三十行，行
五十字，正书尽在正定府。”“碑阴五截三十行字数不
等，正书。”沈涛《常山贞石志》：“有碑阴及左侧，并正
书‘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立’，今在正定府城隆兴
寺。”碑额全称为“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
碑”3行15字，碑首六龙相交呈拱形。共1446字青石
质地，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题写，无书写人姓名，惟
有“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数字。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中考证，碑中的
太师上柱国、大威公即王孝仙之父王杰，王孝仙是王
杰之子，该碑是恒州刺史王孝仙奉皇帝之命，劝奖州
内士庶一万人修造龙藏寺时所立。北周曾有灭佛之
举，至隋文帝因其出生于般若寺，故大力支持佛教。
王孝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劝造龙藏寺并立
碑的。

欧阳修《集古录》提出疑问：“后题张公礼犹称齐
……隋建开皇之号至六年，齐灭盖十年矣，公礼尚称
齐官，何也？”张公礼此时已是隋朝时人，为何还称自
己为齐官。据《金石文字记》中载因当时战乱频繁，
作为臣子可能会身侍多朝。因此这种“心之所主”的
称名情况，张氏应符合。从著录中可得知，张公礼应
为齐时人，且不论是否为张氏所书，因该碑在河北省
境内，北齐时建都邺城（即今河北省临漳县），国灭时
为577年，与该碑书写相距为9年。因此无论该碑书
丹者为何人，其书风应是受到当时北齐书风所影
响的。

经典回顾经典回顾：：正定正定《《龙藏寺碑龙藏寺碑》》

超越的基础：审美自觉
审美超越性是整个人类进行审美活动

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具体显现形式。其
主要有两个指向：一、对客观的超越即功利
的超越；二、审美主体对自身的超越。康德
将审美作为沟通“真”与“善”的桥梁，并从

“质的契机”方面规定了审美的无利害的超
越本质。超越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存在着

“去蔽”的一种境界。儒家通过伦理教化达
到对自身肯定的目的，进而人生境界得到
超越，进入其核心“仁”的境界。老庄思想
中则通过对自身的否定，“为学日损”使人
超越自身主体，回归到婴儿的状态，达到天
人合一的境界。“审美意识的直觉性、创造
性、愉悦性，以及不计较利害的特性，归根
结底，都离不开对主客关系或认识的超
越。”因此，审美即是通过直觉感受去超越
主客体的有限的形式进入无限，从而得到
的非功利愉悦的活动。审美的自觉和完善
决定了超越性的程度。《龙藏寺碑》超越性
的发生有赖于审美自觉及书法艺术本身的
发展完善程度。

在书法史上，审美自觉的成熟标志是
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都自觉地运用审美眼
光去看待作品，而非出于实用的目的去考
量其价值。在审美自觉的启蒙阶段，书法
技法发展的动力始终围绕着实用性及书写
材料的发展而展开。我们认为，审美自觉
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混沌阶段、滥
觞阶段、萌芽阶段、成熟阶段。在技法方
面，魏晋时期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家们
对旧体书法进行变革，使以中和之美为标
志的“今体”流行于世。对于旧体的变革，
提高了书写的流畅性，同时，也使形式语言
得到丰富。因此，可以推断，隋代时期书法
技法方面以及审美的自觉成熟的条件是具
备的，这为我们考察《龙藏寺碑》的超越性
奠定了基础。

《龙藏寺碑》的审美超越性
“真正的艺术品，包括一般的文学作品

在内，与其所描绘、言说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绝不是简单的原型与摹本的关系。真正的
艺术品只能是把原型当跳板，艺术家由此

有限的跳板跳进宇宙无限关联的深渊中
去，从而也让鉴赏者‘听到无底深渊的声
音’（德里达语）或者也可以说，让宇宙的无
限关联通过艺术品而闪现在鉴赏者面前。”
因而，一块见证了古老中国千年变迁的碑
版，所呈现的东西一定不仅是稳定的、有限
的、孤立的，还应隐含着潜匿的线索，这些
线索引导我们走向审美超越。《龙藏寺碑》
所呈现的超越性大体上总结为三个方面。

《龙藏寺碑》内容上记录了隋代恒州刺
史王孝仙奉命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建龙
藏寺的盛况。碑身高171厘米，宽90.5厘
米，正面阴刻楷书三十行，每行五十字，共
计一千四百四十七字。当时的背景之下是
不折不扣的实用之物，但欧阳修曾跋云：

“右齐开府长兼行军参军九门张公礼撰，不
著书人名氏，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杨守
敬在《平碑记》中曾评道：“细玩此碑，平正
冲和处似永兴，婉丽遒媚处似河南，亦无信
本险峭之态。”可见，《龙藏寺碑》冲和平正、
婉丽遒媚的艺术基调开辟了楷书艺术的新
面貌，并对后世诸多书家有过很大的影
响。那么一块实用之碑为何具有重要的艺
术价值呢？最根本的原因存在于“东方文
化的情势”中。

梁漱溟先生曾经于《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中将哲学分为形而上之部、知识之部、
人生之部，在中国与西方哲学的比较过程
中发现，西方的知识之部的发达为其根本
特征，形而上之部曾很发达最后穷途末路，
人生之部几乎没有，而中国的形而上之部
和人生之部紧密相连且势力甚普，而知识
之部十分匮乏，可说没有。因此梁漱溟认
为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的，而
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也就是讲，
在中国方面，统领文化的精神是艺术的精
神，这导致了中国方面的哲学知识之部几
乎可以看作空白，这对于中国的科学发展
是巨大的阻碍，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东
方艺术的发展不能不说实为一件幸事。器
物都是文化之根的枝与叶，中国文化之根
的艺术精神的特征，便决定了其枝叶往往
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双重属性。这

就不难理解《龙藏寺碑》作为当时的实
用产物，却具备艺术价值的原因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讲：“虽穷
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
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我们不能否
认这其中固然有刻工雕刻水准上的差
异，但是这种自然去雕饰已然为我们
提供了另一种审美范式——草意之
美。可见，刻制工艺的质量也直接影
响其艺术价值，有时甚至会在后世的
解读中形成审美范式，因此考察《龙藏
寺碑》时必须将刻工的水准囊括在考
虑范围之内。从《龙藏寺碑》中我们能
感受到，刻工更加尊重原作面目，笔触
刻制精细，细微之处生动地表现出《龙
藏寺碑》书写的行书笔意，自觉地隐藏

刀锋刊刻的痕迹。
其次，自由对刻板的超越。儒家通常

将自由看作人欲的无节制，是反道德的现
象，因此深恶痛绝、加以排斥。庄子主张脱
离社会回到自然界的自由，以摆脱人在生
活与发展中社会所带来的牵绊。而西方的
自由是指自由意志，与民主精神息息相
关。因此，自由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与西方
的自由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的自由是缺
少理性反思的自由。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自
由既不是孔子的人欲也不是庄子的出世，
更不是西方所言的“天赋人权”，而是一种
游戏的方式。这种游戏的方式是对原有固
定模式的扬弃，在书法上可以实现风格上
由相异到和谐的转变。游戏带来的正是艺
术风格上的多样和对于所谓“照着”和“跟
着”的刻板的一种超越。《龙藏寺碑》便具有
这种游戏和自由的文化特征。

南北朝时期由于文化、政治、地理等因
素导致了南北方的书法价值取向及书风的
差异，由此带来的是南北书风在继承与创
新之路上的差异。汉以后的立碑出于实
用，而南朝多有禁碑之令，到陈才逐渐宽
松，南朝的书法面目多以墨迹为主，北朝延
承汉代的传统面目多为石刻。南朝对于书
法艺术的价值更趋向于艺术性，而北朝多
趋向实用性。“我们基本可以看出魏晋及后
来的南朝多数书家在‘继承与创新’这一关
键问题上的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溯流寻
源，从古代书家杰作中汲取营养。其二，转
益多师，不局限于传统之一家一法。”由此
看出，南朝书家多受到魏晋时期的影响，对
继承与创新的理解更为深刻，“意”“韵”

“气”等形而上范畴成为其书论的主要部
分。而这部分也在隋代得到了继承和发
展。北朝却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去
看待如何创新，仍然处于技法上的探索阶
段。隋朝的统一，政治上、地域上为南北书
风的汇流提供了可能，陈振濂在评价隋人
书法时所说：“既没有沉浸在北方粗犷的书
风里，也没有陶醉在南方秀媚的王国里。”
而是，通过碑帖结合之路追求自由之境。
因此我们认为，在形式语言方面《龙藏寺

碑》呈现的是南北书风的融合，而在精神内
核方面起到主导作用的正是南朝所继承的
魏晋风度和对自由的追求。

《龙藏寺碑》由于实用和功利的原因，
其内在的生成是严肃的。然而，这并不妨
碍它通过有限来传达无限。这也正是中国
艺术本身追求的超越理性的感性美，这是
东方这片土地给予这个民族的特有气质有
别于西方对于“理”的形式表达。《龙藏寺
碑》的形式语言上的突破及对南朝精神内
核的继承正是中国文人对自由追求最真切
的诠释。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于《龙藏寺
碑》因有限的形式语言而带来的无限的自
由、游戏的境界的向往。

最后，创新对平庸的超越。中国文化
决定了中国人看待艺术的发展时具有“尚
古”的意志，也就是对创新持有较为保守的
态度。梁漱溟先生曾将这种“尚古”意志在
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东方的艺术精神的背景
下进行了深刻的探析：“科学求公例原则，
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
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
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
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
后人没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
自然要叹今不如古。”所以，创新在艺术精
神统领下的书法艺术中便显得难能可贵。
在书法艺术上的创新分为两种：一是书体
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书体创新；二是
书体内部艺术风格上的创新。前者创新在
形式语言方面往往产生较大的变化，其背
后是实用的驱动。后者形式语言方面的变
化往往相对保守含蓄。《龙藏寺碑》的创新
属于第二种，表现为楷书内部、南北书风的
融合。南北书风的范式“同异兼有”，因此
有了共生、和谐的基础和可能，《龙藏寺碑》
即是打破这种范式的创新之作，将这种可
能变为现实。《龙藏寺碑》呈现的是以北方
书风为基础对南方书风的吸收，这种融通
不能不说是对平庸的宣战。北方在书法上
更重视体势的变化，大开大合的体势形成
险峻与雄强，稚拙欹侧的体势形成了趣味
与变化。用笔方面，北碑面目上多以方笔、
尖笔为主，显其刚强爽利，然不得不看到方
笔、尖笔的呈现受刻刀等因素的影响，但是
与此同时我们从北方的遗存墨迹来看，其
实用毛笔书写过程当中对方笔、尖笔也有
着自觉的追求。另外，北方的书风中多有
隶书的痕迹以及对于部分笔画的夸张来造
势的特点。而南方则对用笔十分钟情，关
注用笔的技巧来达到方圆并用、节奏生动、
气脉贯通的艺术效果，把用笔的重要性提
高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并受玄学之风的
影响，对自然之物的刻画和对笔法的追求
成为一种时尚。后世对于南北书风的解读
很多落入了“因北方向南方学习而落入南
方书法要明显发达于北方”的窠臼。其实，
书法的风格本无绝对的高低之分，给后人
的书法创作以无限启迪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到，在气势和趣味的追
求上，北方的排宕之势、朴素之风远超于南
方的精致妍美之上。由此我们不得不感叹

《龙藏寺碑》对于自身风格的塑造包含了对
自身既有风格进行了扬弃这一过程，正是
追求创新“壮士断腕”的勇气所在。也正是
因此才实现了将南北书风进行了辩证地融
通，赋予了这块碑版生命的可能性、发展的
生成性及内涵的丰富性。（文章有删节）

《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586）刻，是我国
隋代重要碑刻。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东
侧。开府长史兼行参军张公礼撰文，未著书丹
人姓名。但也有撰、书均为张公礼之说。

碑通高3.15米，宽0.90米，厚0.29米。碑
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
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
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碑
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
15字。碑阴及左侧有题名及恒州诸县名，分5
截30行，每行字数不等，亦为楷书。据光绪元
年《正定县志》载：“《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
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无
撰书人姓名。是楷书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之
代表，隋代书法以石刻最为丰富，且以楷书为
主，“南北融合，客观上亦促进南北书风的相
互交融，北方质朴、整饬之风渐弱，南方秀润、
雅丽之风渐兴。”作为隋代南北书风融合借鉴
的楷书典型之作，《龙藏寺碑》的书刻审美价
值对唐代楷书大家的风格形成有着重要的影
响，同时也对唐以后的书家楷书师法有着重
要的借鉴意义。

《龙藏寺碑》被称为“隋代第一碑”，自宋代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明都
穆《金薤琳琅》，至清代阮元《南北书派论》、包
世臣《艺舟双楫》、刘熙载《艺概》等对其皆有记
载、评述。但该碑的碑名和存放寺名的不一，
立碑者、撰文者、书丹者、书写背景等都存在一

些疑问。
康有为将《龙藏寺碑》列为精品上，其在

《广艺舟双楫》中辑录“精品上”的碑刻分别为
《龙藏寺碑》《张猛龙》《清德颂》《李超墓志》《贾
思伯碑》《杨翚碑》《始兴王碑》《解伯达造像》。
隋代碑刻众多，《启法寺碑》《兴国寺碑》与《龙
藏寺碑》名极一时。饶敦秩认为唐柳公权楷书
亦脱胎于隋楷书碑刻，光绪丙子（1876）饶敦秩
据赵明诚《兴国寺碑阴》跋则曰：“欧、赵集录古
碑，称魏晋以还书法者甚少，独推此碑及《龙藏
寺》，想其精妙绝伦，惟文忠称为虞欧先驱，今
据钩本笔法，实与永兴、渤海不甚似。后来柳
诚悬则多所脱胎，惜未得原拓一证之。”通过此
记载亦反映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楷书发
展到唐代中后期的过程中亦不免受隋碑楷书
的影响，可见隋代楷书碑刻对于整个唐代的楷
书嬗变过程中的意义与价值。

历代好古之士不仅对《龙藏寺碑》的书艺
水平持肯定态度，亦对撰写《龙藏寺碑》碑文的
张公礼予以赞扬。张公礼入隋但仍称齐官，可
见其忠贞之烈。顾炎武评价张公礼曰：“齐亡
入周，周亡入隋，而公礼犹书齐官，盖君子之能
不降其志，而其时之人亦不以为非也。”又云，

“余考颜之推仕历周隋，而其作家训，犹谓梁为
本朝，盖同此意，其时南北分疆，兴亡迭代，为
之臣者，虽不获一节以终，而心之所主见于称
名之际者，固较然不易如此。然则今人之不及
古者，又岂独书法之陋、文字之讹而已哉！”古

人认为可由“人品”推及“书品”，《龙藏寺碑》之
所以在书法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及影响，很大一
方面与“忠贞之士”张公礼的撰文不无关系。孙
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对此事评论精详：“真定
府龙兴寺有隋人《龙藏寺碑》，其书方整有致，为
唐初诸人先锋，可存也，至碑立于开皇六年，齐
已久灭，而张公礼犹称齐官，书者不以为嫌，当
时不以为禁，此皆尚有古道，尤可纪也。”此“古
道”可寻可赞。此外，有关《龙藏寺碑》的具体位
置及历代金石家的相关记载，由云龙曾对此碑
的具体存放位置、著录及碑跋款识等进行较为
详细的考证，文载：“今碑实在佛香阁前左墀，王
澍以为在殿屋内，亦误。”清代金石家朱彝尊初
次见到《龙藏寺碑》时，对此碑的描述也颇为详
细，跋曰：“今入门有殿，殿北阁五层广九楹崇十
有三丈，中奉观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有
二，土人目为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终南山释道
宣撰《神州寺塔录》，铺叙佛像，顾不及焉，何
哉？若夫隋之碑存于今者寡矣，装界而藏诸也
可。”隋之楷书碑刻相对唐代楷书碑而言，留存
至清初时较少，清初文人好古，朱彝尊得到此碑
之拓本，可想其欣喜之情，清代金石家亦争相著
录与收藏。

康有为认为唐之前书具备密、茂、舒、厚、
和、涩、曲、纵等审美特征。针对隋唐之际的楷
书，虞晓勇鲜明地指出：“隋代石刻楷书的新风
格是在综合南北朝石刻书法风格的基础上形成
的。”“在成熟的隋楷中，不仅可以看到南方书法
妍美灵动的笔画形态，更能发现北方书法在结
构体势方面端严俊朗的特色，可以说，正是由于
南北方‘妍’与‘质’这两种不同书法审美观念的
融合，才最终生成了成熟的隋楷。”唐初的书法
在隋代楷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成熟，“楷书四大
家”的书法风格得以更好地展现。唐代楷书碑
刻的秀润典雅，不同于汉碑的古拙、魏碑的刚
健，从纵向来看，隋碑是作为魏碑到唐碑的过渡
书体，《龙藏寺碑》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既统合
南北书法之精华，又开启唐代楷书之书风。从
横向看，《龙藏寺碑》在同时期的楷书碑刻中是
较为出色的，是魏体书发展到隋代的楷法集中
体现，《龙藏寺碑》堪称隋碑经典。

北齐书风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好将隶书作为铭
石体的风尚来源于东魏。同样定都邺城的东魏，此
时书法上效仿南朝时被冷落的隶书逐渐得到复兴，
东魏是一个转折期。隶书的复古势必影响到了楷书
的书写。

北齐代东魏后，这种书风的影响愈见增强，逐渐
形成篆隶书的复古回潮。北朝书风传于西晋中原，
士族以锺繇、卫氏旧脉为书学根基。以汉魏的“古篆
八体之法”为研习之本。北魏时期统治者对石经的
重视在迁都以前就有明元帝、孝文帝皆去洛阳太学

“观石经”的记载。东魏武定年间，石经迁于邺城，也
将崇尚古体的风潮带来于此，北齐官方更是明令石
经的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对石经的重视，对于隶
书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石经被迁至北齐
都城，京畿之内的书家皆可观摩学习。邺城西北部
出土的北齐29品碑志中，隶书占18个，足以看出在
北齐时期研习隶书之风盛行。

北朝高门士族也是书风的重要影响者。以清
河崔氏、范阳卢氏为代表。士族书家尤以古体为重，
在楷书的书写上势必会保留更多的隶书审美趣味，
随着统治者对复古政策的实施，习古之风蔚然成
风。此时人们在书写时渴望加入更多隶书笔意。影
响到楷书书写中表现为楷书中篆隶杂糅的现象大量
出现。

北齐隶书复古的背景及原因

《龙藏寺碑》拓本（局部）


